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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教师情绪劳动，以明晰其异化风险，推动“双减”深化实行，促进教师职业幸福感，进而释放教师

情绪劳动新活力、构筑教师情绪劳动新生态、重塑教师情绪劳动新认知。本文以文献分析为主，并对既

有实证研究与政策文本进行综合梳理，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教师情绪劳动理论，指出“双减”

政策深化背景下教师情绪劳动异化的风险具体为情绪劳动产品的物象化、情绪劳动活动的持续化、情绪

劳动主体的利他化、情绪劳动关系的扭曲化。究其教师情绪劳动异化风险的成因，主要源于宏观政策与

制度的结构性压力、中观组织与学校的支持性缺位、微观个人与互动的高压性消耗。为化解教师情绪劳

动的异化风险，从社会、学校及个人提出保障教师基本权益、优化教育教学管理、调整内在情绪感受的

调适路径，进而补充了教师情绪劳动的相关理论，为优化教师情绪劳动、增加教师职业幸福感及促进“双

减”的深化执行等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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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aims to identify risks of alienation, facilitate the deeper imple-
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well-being, and thereby 
unleash new vitality in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construct a new ecology for it, and reshape un-
derstanding of it.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and theo-
ries of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the study identifies specific risks of alienation in teachers’ emo-
tional labor under the deepening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reification of emotional labor 
products, the perpetuation of emotional labor activities, the altruistic orientation of emotional la-
bor subjects, and the distortion of emotional labor relations. The causes of these alienation risks 
primarily stem from structural pressures at the macro level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supportive 
gaps at the meso level of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s, and high-pressure depletion at the micro level 
of individuals and interactions. To mitigate these risks,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at the soci-
etal, school, and individual levels, including safeguarding teachers’ fundamental rights, optimizing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adjusting intern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This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achers’ emotional labor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optimizing such labor,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well-being, and promoting the deepen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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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提升课后服务质

量”“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等内容[1]。然而，“双减”政策下，教师课后服务导致劳动时间延

长，工作负担加重，其心理压力不断攀升，陷入多重情绪困境[2]。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在《情感整

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中指出，情绪劳动是劳动者需要根据组织的规则进行情绪管理，来创造出某种

公开可见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以在他人身上产生一种合适的情绪状态，从而获得工资报酬[3]。因此，

教师情绪劳动即教师根据学校提出的情绪规则，在教育教学工作时为产生适宜的情绪管理、表达而付出

努力的过程。 
最早对教师情绪进行研究的哈格里夫斯认为，情绪是教学的中心，教学是一种情绪劳动，教师工作

中需要积极情绪劳动[4]。教师作为高情绪劳动者的代表，在日常工作中依从学校要求的情绪规则，展现

出正面、积极的情绪，抑制负面、消极情绪，从而实现自己的情绪表达。已有研究表示政策环境带来的

结构性压力极其突出，例如以高考升学率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等是导致教师长期、高强度情绪压力的主要

外因[5]。因此，“双减”政策下学校和社会对教师产生更高期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情绪劳动的频次、

范围陡然增加，使其情绪劳动面临着不确定的异化风险。霍赫希尔德的情绪劳动体现的主要是劳动产品

的异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化[6]。本研究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立足于“双减”背景，探讨其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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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带来的多重异化风险，并深入探寻其中的成因，通过调适路径来缓解教师情绪压力、提高教师

职业幸福感和满意度，推动“双减”政策的深化落实。 
本文借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旨在揭示教师情绪劳动在专业价值追求与制度执

行要求之间可能出现的偏离、割裂与耗竭等风险，并不等同于对“双减”政策初衷或我国公立教育体系

的整体否定；相关讨论重在区分政策目标与执行过程中的资源供给、管理方式及评价机制之间的落差。

方法上，本文以文献分析为主，综合政策文本与既有调查研究成果进行二次分析，并在文末提出后续将

通过问卷与访谈补充实证证据，以增强论证的经验支撑与情境解释力。 

2. “双减”背景下教师情绪劳动异化的风险表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和过程的异化、

劳动者同其类本质的异化、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四个方面[7]。因此，参考相关研究理论并结合实情，

将“双减”背景下教师情绪劳动异化的风险主要细化为情绪劳动产品的物象化、情绪劳动活动的持续化、

情绪劳动主体的利他化、情绪劳动关系的扭曲化四个方面。 

2.1. 工具理性：情绪劳动产品的物象化 

教师处于“双减”政策深化的漩涡中，需要承受校内课后服务的组织与校外家校合作的搭建“双重

偏向力”的挤压。随着工具理性逐渐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接踵而来的是教师情绪劳动本应产生的动态

和谐“育人关系”等被物象化为一系列冷冰冰的考评数据。 
教师情绪劳动被量化为“服务满意度”指标。学校在“双减”贯彻下提出减少课后作业的同时也要

求教师提供课后延时服务，这样的新要求导致教师工作量非减反增，工作负担进一步加大。例如，课后

服务中教师对学生的服务态度、教师获得的学生及家长满意度均成为衡量教师工作的评判标准。针对新

要求和外在评价的量化，教师被迫投入无可奈何的“情绪表演”，情绪劳动策略的表层扮演方式极大地

伤害教师的身心健康，也难以产生积极情绪。 
教师育人成果被窄化为“可视化的数据产品”。如今，在工具理性的推崇下，学生以学业成绩为考

量的标准，教师以教学成绩为衡量的指标，这都是教师情绪劳动的异化表现，其中劳动产品的物象化明

显表征为教师的育人成果直接被定义为“可视化的数据产品”，这是价值理性被抛之脑后的风险。“双

减”深化期中，教师面对新的工作环境，因而只能通过提供丰富的情绪劳动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2.2. 职业剥离：情绪劳动活动的持续化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作为高情绪劳动者的中小学教师承受着诸多情绪压力和挑战[8]，为此，教

师为了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而展现出积极情绪需付诸努力，逐渐地脱离本职工作，陷入情绪劳动的持续消

耗之中，产生一种职业剥离感。 
课后服务等活动擦除了教师情绪劳动的时间界限。教师完成基础教育任务的同时，仍需接手各种“杂

事”。工作量的增加无形中让教师的工作时长由“法定”蔓延至“全天候”，每日 24 小时待命常态化。

学校余留任务比如备课、学情反馈等被迫带回家里，进行深夜“隐形加班”。家校沟通在数字时代下要

求教师须随时关注微信群、钉钉等即时通讯软件，以达到家长、学校期待的“关爱学生”的要求，如此一

来教师被动承担起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状态的“信息反馈窗口”。这些抹掉教师情绪劳动时间界限的事件

使许多教师感到职业与本愿相偏离，逐渐产生职业剥离。 
学校新规等要求混淆了教师情绪劳动的空间界限。“双减”政策下，教师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都

被职业所侵占，物理空间上，教师回家里、通勤路上完成被交代的任务，以及长时间的在校服务，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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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这一方天地的固化让教师被“捆绑”在学校的围墙内；心理空间上，工作持续化抹掉了非工作小憩的

间隙，就连教师休息时也会被琐事所填满，没有自我思考真正放空的环境，无法抽脱出教师这个角色。

无论是物理空间上的固化，还是心理空间上的侵占，都让教师笼罩在学校情绪规则的阴影之下。 

2.3. 情感表演：情绪劳动主体的利他化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导致劳动者不能在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中实现其本质。因此，

劳动便降低为劳动者维持基本生存的动物式的手段，劳动者与其类本质存在着异化[9]。人的类本质应是

自由创造劳动，实现劳动意义和幸福，但是实现劳动幸福的最大障碍就是异化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的分离

[10]。 
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教师职业具有天然的公共性与利他性：教师出于专业伦理主动投入情感关怀，

属于积极的职业奉献；本文所称“利他化”风险主要指在资源供给不足、责任边界模糊和绩效考核单一

等情境下，利他要求被制度化地无限扩张，教师被动承担超出合理范围的情绪劳动，从而出现“付出–

回报”失衡、主体性受损与职业倦怠等问题。 
教师主体性削弱，被迫成为各种情绪的“容器”。“双减”中明确规定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

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1]，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家长的情绪焦虑和学生的情

绪自主，而教师在两类情绪的转移下催生出各种负面情绪。并且学校以提升自身竞争力、提高升学率来

巩固学校地位，大肆比拼人力物力财力，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作为情绪劳动的主体，只能在

高压环境下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展现积极状态，最终沦为“情感的工具”。且逐渐丧失情绪劳动的主

体性，产生主体性迷失，最后通过情感表演，甚至“浅层表演”来应对情绪回应，与此同时导致了教师身

份认同模糊。 
教师创造性骤减，被动进行各种活动的“职业操演”。人类的本质意义在于人能自由劳动并创造自

我价值。“双减”执行中，学校存在教师忽视课堂教学丰富性和创造性，照抄照搬书本教材的现象，为了

过度追求政策执行效果使课堂丧失了原有的风度。教师作为情绪劳动的主体迷失在学校的情绪规则中，

情绪劳动也成为一种利他化的服务于外部目标的工具资源。随着教师情绪劳动的广度、深度和频次急剧

加强，他们会感到情感疏离、“深层表演”失效，陷入情绪耗竭以及职业倦怠。 

2.4. 期待压力：情绪劳动关系的扭曲化 

基于西方“情绪地理学”在教学研究中的应用，表明教师情绪劳动实际上是多维人际互动的产物[11]。
教师在情绪劳动过程中，接触面向的对象有学生、家长、社会公众等人群，形成重要的师生互动关系、

家校协同关系。 
师生关系中学生情感需要的索求导致教师隐藏内在情绪感受。尽管学校没有明确规定情绪规则，但

实际上教师早已被社会、学校、学生和自身设定的潜在情绪劳动规则所裹挟，他们宰制着教师的情绪表

达[12]。教师在学校付出情绪劳动却无形中被学生认为是教师“无限关怀”的印证，无论校内校外，教师

仍需面对学生过度的情感需要，导致教师在一件件情绪事件中承受道德期待压力，极力隐藏内在情绪感

受，力行学校宗旨。教师的情绪劳动，本应该收获学生的发展与进步，形成师生和谐的融洽氛围，追求

公平且可持续的关系互换，而非为了应对“双减”背景下的新挑战和不被投诉等消极影响的扩散而积极

“表演”情绪劳动。 
家校协同中家长情绪焦虑的过度导致教师难以达到情绪要求。“双减”政策中“教师要认真批改作

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1]。这是政策对教师的应然要求，

却导致教师工作处于被监督之下也不能明显舒缓情绪不安的实然现实。教师既要在“双减”的号召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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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达成共育合力，也要随时关注家长和应对家长政策不理解而产生的疑惑不满等情绪。教师总是被要

求无条件满足家长的情绪需求，而家长始终将教师置于较高的道德期待之下。教师的情绪劳动关系在道

德期待压力下逐渐扭曲，教师也难以找到与家长和学生相处的平衡点，呈现出情绪劳动的异化。 

3. “双减”背景下教师情绪劳动异化的成因剖析 

教师情绪劳动异化的风险背后，各种力量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立足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剖析其

成因，揭示出宏观政策与制度的结构性压力、中观组织与学校的支持性缺位、微观个人与互动的高压性

消耗均与教师情绪劳动的异化产生深刻链接。 

3.1. 宏观政策与制度的结构性压力 

《意见》提出“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以及“做强

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等条目[1]，意在通过校内供给增加与作业减量相配套的公共服务，缓解家长接

送与看护压力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然而在执行层面，当课后服务师资与经费供给不足、工作量核算与

补偿机制不完善时，延时服务容易被转化为教师日常工作的刚性延长；同时，作业管理条目中关于“认

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等要求，在数字化家校沟通

环境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即时回应”的期待，叠加形成持续性的情绪劳动压力。政策文本中关于“严格

执行”“强化”等表述体现了制度落实的刚性要求，也意味着社会公众对执行效果的高度关注；当目标

要求与学校支持条件之间存在落差时，教师更易感到“完成任务”与“专业育人价值”之间的张力，从而

诱发情绪劳动异化风险。 
“双减”政策强调素质教育，重视学生全面发展，但在现实社会中，家长、学校等过于注重结果性

评价，而忽视过程性评价。在工具理性的凌驾之上，教师也陷入了价值理性的迷失中。应当随波逐流还

是坚定初心成为当代教师焦虑的中心，从而难以管控自身情绪。“双减”政策的推行下，教师既要思虑

如何给学生减负，又要思忖如何回应公众对学校应试表现的期待[13]。因此，在政策与制度的结构性压力

之下，社会对教师逐渐形成“高期待、弱包容”的舆论环境。当社会期望过高成为一种社会压力，超出教

师承受范围时，便会使他们产生诸多消极情绪体验[14]。此外，“双减”政策要求教师承担课后服务工作

以减轻家长负担，但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导致教师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而引发情绪失调，对家校沟

通、作业设计、课后服务等“双减”任务也让教师感到心力交瘁，成为当前研究值得关注的焦点。 

3.2. 中观组织与学校的支持性缺位 

在宏观政策与制度的影响下，各方组织都在积极动员落实“双减”政策，校内校外组织群体都在积

极响应，但是学校组织的软硬件支持的缺失却导致教师情绪劳动权益丧失保障。学校在管理层面对教师

情绪规则精细把控生成的错位及将情绪管理工具化，致使教师情绪劳动异化、产生评判偏差。“教师是

万能的”等偏差评判，使得教师劳动面临着主体错位、事由失当、形态泛化等风险，易造成教师情绪劳

动过度[15]。学校中硬性支持除了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不合时宜，还有物质资源、技术平台支持不够带

来的教师负担增大。由于学校以显性的教师技能水平、教师职业操守考核评定为主，而缺乏对教师情绪

劳动进行公平考量的资源和技术，无法实时记录课后服务教师关心程度、家校沟通教师耐心程度、讲解

作业时教师微笑程度等，这些均难以被量化，因此即使有情绪规则也使教师情绪劳动被忽视甚至无视，

这样负担过重的隐形劳动导致教师情绪面临崩溃。 
学校硬性支持缺失的同时，软性支持也在逐渐缺位。除教学外，教师通常还需承担文书工作、学生

管理、家校沟通、学校的临时性事务等[16]。这是大多数学校教师工作的常态，特别是在师资不足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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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学校尤为突出，繁琐的事务导致教师无法获得学校的时间支持。较“双减”前，教师工作时长呈现

结构化增加的态势，始终稳居高位[17]。“双减”的减负却一定程度上使教师“增负”，这样的不平衡状

态实质性地延长了教师工作时长，导致教师无法及时恢复能量，产生情绪耗竭。学校以“升学率”作为

金字招牌，绩效至上的组织文化也导致教师长期处于焦虑情绪，而针对这样的负面情绪少有学校设置教

师心理咨询服务，心理疏导缺乏、领导关怀无存等情感支持的缺失让教师当下处境无法得到共情。内部

教职人员之间出于压力大、任务重等指标而自顾不暇，也让个别教师孤立无援，情绪诉求无处可寻。 

3.3. 微观个人与互动的高压性消耗 

“双减”之后，学生学习回归学校和课外负担减轻，使得教师工作负担加重并对教师教学效能提出

更高要求[18]。教师的自我要求也随之提高，但现实是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都被理想化，特别是新

手教师初任教学工作时其期待与现实产生的心理落差和捶败感带给教师致命打击，从而导致情绪倦怠或

者情绪麻木。尽管教师会采用情绪劳动策略进行自我调节，但因为面临的矛盾更加频繁、承受的工作量

加剧增长、时间的挤压等问题，情绪管理逐渐由身心内外协调的“深层表演”转变为在外强颜欢笑的“浅

层表演”。在教师职责内部情感规则的裹挟下，他们所要进行的情绪劳动会更加频繁，其广度、深度都

将呈现指数级上涨。 
“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教师情绪管理的特征是对象的多元性和情境的复杂性[19]。对象多元主要包

括领导、家长、学生等。家校沟通期间教师时常需要“全天候”回答家长的各种问题，包括对“双减”政

策的解释、对学生学情反馈的报告等。高频率的家校沟通让家长产生一种优越感，特别是在如今教育消

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家长自顾自地认为自己作为“顾客”，教师就应当事无巨细地“服务”于孩子和家长

们。教师不仅会感到家长的压迫感，甚至会产生自我道德束缚，形成一种“协作困境”与沟通两难：既担

心回应不足引发误解与投诉，又担心过度回应侵蚀休息与专业成长时间，从而进入情绪劳动过度的状态。

古斯塔沃等人认为引发教师体验情绪的情境包括学生的成就行为、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家长和监管者的

支持与认可等[20]。研究表明学生的各项发展与教师情绪息息相关，“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使学生与

教师物理距离缩小，而长期下去心理距离便会增大，教师情绪劳动过负，学生也会产生厌烦情绪。根据

资源保存理论可知，教师的情绪资源消耗过大，而外在的投入并没有及时给予教师能量资源的补给，会

导致教师在付出与回报不匹配下情绪枯竭，产生情绪劳动的异化。 

4. “双减”背景下教师情绪劳动异化的调适路径 

当下，我国正处于“双减”深化期，教师情绪劳动的异化问题不断激增，教育领域中教师始终处于

劣势地位，因此仍需警惕潜在风险，积极为解决教师情绪劳动的异化问题提出调适路径，以下将从社会

层面保障教师基本权益、学校层面优化教育教学管理、个人层面调整内在情绪感受三方面展开。 

4.1. 社会层面：保障教师基本权益，释放教师情绪劳动新活力 

“双减”背景下，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多方合作来减缓政策制度带给教师的情绪劳动压力。 
首先，加强教师对话自主权，提升教师社会地位。在“双减”政策执行之前，应注重政策解读，并及

时与中小学教师群体进行情感交流和心理疏导[21]。教师参与政策对话的过程中，无形中提升了教师的社

会地位，也很大程度倾听了教师内在的声音，教师不再只是政策的“执行者”，而是能够参与政策制定、

执行全过程，以更“柔性”的方式实现教师与政策的对话，从而实现教师情绪表达和政策的稳步实行。

其次，完善情绪劳动法律法规，保障教师基本权益。教师情绪劳动减负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但如今教

师情绪压力依旧很大。相关法律部门在制定教育教学政策的同时，应当充分关注教师的情绪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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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相应疏导政策，比如建立心理疏导机构，保障教师心理健康。另外，不仅要在法规文件上明确标注

教师薪酬，还应在执行中严格监督地区落实，以立法形式保障教师基本权益。最后，引导社会舆论理性

发展，提供教师情绪支持。社会群体出于“望子成龙”的心态对孩子给予厚望，将教学压力转嫁到教师

身上，特别在“双减”政策出台后，家长将忧虑情绪投射于教师。因此，相关部门应当进行社区宣讲、媒

体宣传等活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评价观念，不过度苛责教师，减轻教师的

情绪劳动压力。还可以通过招募专业志愿者、离退休教职人员来完成社区托管服务，灵活调动社会资源

形成支持网络，守护教师教学的一方净土，找到教师情绪劳动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此外，在课后服务供给侧可探索“政府购买服务 + 第三方专业机构入校”机制：由教育行政部门制

定准入资质、课程安全与评价规范，学校与第三方签订服务协议并明确权责边界；教师以专业指导与教

学把关为主，社团活动、兴趣拓展与部分看护工作由第三方分担，从源头减少教师非核心事务与情绪劳

动负担。 

4.2. 学校层面：优化教育教学管理，构筑教师情绪劳动新生态 

学校承载着学生的梦想，承载着家长的期望，是家校沟通、师生互动的纽扣，更是教师情绪劳动的

重要载体。 
首先，优化教育教学管理，净化教师工作环境。学校管理层要做到学校整体发展和教师个体发展二

者兼顾。然而，教师情绪劳动的隐蔽性、情境的复杂性和对象的多元化，学校在管理上需要积极转变传

统认知，更新自身的管理理念。学校在制定制度来规范教师情绪规则的同时，要充分考量教师情绪劳动

的特点，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教师个体情绪关怀和情感支持[22]。在教师评价上，杜绝将目光只聚焦于教师

教学绩效，要全面重视教师情绪劳动的付出与价值，让其情绪劳动成果与教师内心认同建立连接，感到

真正的归属感。在福利待遇上，实行评价激励制度，提高教师职业幸福感。其次，加强家校沟通理解，缓

解教师劳动压力。家校协同育人是充满理解与对话的过程，家校双方应充分盘活育人资源与优势，为学

生减负助力[23]。学校要加强与家长深度沟通，充分感知家长心中诉求，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缓解家

长焦虑情绪，避免负面情绪向教师转移。与此同时，学校应合理解释“双减”政策具体内涵，并明晰工作

缘由，精简教师工作，减少教师情绪劳动的负担，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最后，建立心理咨询机制，关怀

教师情绪负担。如建设教师心灵驿站、定期评估心理健康等关怀机制。引进专家对教师进行培训，提升

教师的情绪劳动能力。教师的深层情绪价值来自于学校氛围、组织认同，也来自于分布式领导风格，构

筑教师享受教育教学活动的生态成为必要[24]。因此，校内努力营造利于教师情绪劳动发展氛围的同时，

加强教师主体地位的提升，权责明晰也至关重要。 
根据以上讨论，具体可细化为建立“弹性工时 + 轮岗补偿”的延时服务组织流程、明确家校沟通的

时间与渠道边界、引入教师心理支持系统的建设标准、优化评价导向与过程性记录等措施，有利于构筑

教师情绪劳动新生态。建立“弹性工时 + 轮岗补偿”的延时服务组织流程，比如以年级或学科组为单位

制定轮岗表，明确每周延时服务上限与“绩效补偿”的对应规则；对承担延时服务的教师在教研、值班

等任务分配上实行等量减免，避免“叠加式增负”。明确家校沟通的时间与渠道边界，比如由学校统一

设置家校沟通“集中回复时段”，将政策解释、学情反馈与作业答疑归口到年级统一平台，减少多头沟

通与即时消息带来的情绪消耗。引入教师心理支持系统的建设标准，比如形成“预防–识别–干预–复

盘”闭环，例如每学期开展心理健康筛查与压力评估，建立保密的心理咨询与同伴支持小组，设置危机

干预转介机制，并将参与培训与咨询纳入教师发展学时。优化评价导向与过程性记录，比如在课后服务

与作业管理的考核中减少单一“满意度”指标比重，增加过程性证据与改进性反馈，避免评价工具化进

一步放大教师情绪劳动的异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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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个人层面：调整内在情绪感受，重塑教师情绪劳动新认知 

教师作为高情绪劳动者，在进行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情绪，通过学习来应

对一切新事物。 
首先，加强情绪劳动认知，重塑教师职业角色。教师在对自我的认知上，从师范生转变为实习教师，

再到正式教师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蜕变，比如从最开始“关注生存”到“关注情境”，再到“关注学生”，

这都反映了教师的情绪劳动有着巨大的转变。因而教师需要加强自身对情绪劳动的觉察，提升利他的同

时也要满足利己的诉求，不能只顾社会伦理价值的实现而忽视自身个人价值。其次，调整情绪劳动策略，

提升教师教学技能。教师应重视情绪劳动的双刃剑效应，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避免使用表层行为，适度使

用深层行为，努力达成自然行为[25]。师生互动中教师应侧重于“深层扮演”与“自然表达”的情绪劳动

策略，而谨慎使用“浅层扮演”。教师要合理使用技能调整自身情绪，还能进一步深入理解家长、学生内

心的真实感受，拓宽自我认知与体察视角，减少不必要的情绪消耗。最后，学习榜样标杆人物，实现教

师个人成长。教师应当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关于心理健康的讲座和培训，学会如何进行正确的情绪调

节，来抵抗外在一切对内心的情绪侵蚀。校内可以向优秀的老教师看齐，主动探听应对职业倦怠等问题

如何保持初心，也要积极向同事取经，面对未知事件抱团取暖。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日常学习关

于情绪调节的知识，例如正念冥想、压力管理等调整内心感受。综上，教师不断向外汲取情绪能量，获

得能量补给，向内实现课题分离，建立心灵空间，面对情绪劳动的异化风险时也能站在高处巍然不动，

实现个人持续的发展。 
受限于研究条件，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与政策文本梳理，经验材料仍相对不足。后续研究可在不

同地区、不同学段开展问卷调查，收集教师在“双减”前后工作时长、情绪状态与工作满意度的变化；并

结合半结构访谈或情境叙事，记录教师在课后服务、作业反馈与家校沟通中的真实“情绪管理”案例，

以进一步检验本文关于情绪劳动异化风险的解释路径，并更细致地区分“主动的职业奉献”与“被动的

情绪劳动过载”。 
总之，唯有通过社会、学校、个人的协同努力，构建一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才能有效化解“双减”

背景下教师情绪劳动的异化风险，让教师的情绪劳动重归育人本真，从而驱动“双减”下师生共促愿景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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